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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晋武术发展的文化地理学探析

宿继光　刘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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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文献资料法等方法，以文化地理学的视角对三晋武术的产生、繁荣与发展进行研究，指出在

特殊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背景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三晋武术文化。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将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的了解其文化遗产的继承、创新与发展，并为中国多元武术文化的共存和融合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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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文化地理学的发展，区域文化研究进入一个

快速发展的繁荣时期，并以一定区域为对象的文化地

理学研究受到了广泛关注。作为中华民族长期发展过

程中不同地域间的文化交流与民族融汇的产物，作为

一种承载不同的地域文化内涵丰富与发展归属的文化

形态，中华武术显著的地域特征也日益引起人们的重

视，有关地域武术文化的研究正逐渐成为当前武术文

化研究的一个新兴热点。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社会经

济的发展很不平衡，文化的发展也体现出多样性，所

以，各地武术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

点和民族性特点。这种各具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武

术文化互相交流和融合，构成了门派繁多、风格迥异

的中华武术文化系统。

据上世纪 80 年代的武术挖整工作统计，山西现有

拳种 65 种，其中具有地域特色的拳种 40 余种，[1] 武

术文化资源相当丰厚。但就目前山西武术的研究现状

来看，在研究层次上，还多停留在“技术”层面或局

限于某一方面，记录式的研究成果较多，把它们作为

具有特色的地域文化进行深入探讨还颇为少见，缺乏

深层次的文化属性研究，对武术文化的发生、发展与

当地、当时社会背景的关系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以

地域文化为背景对三晋武术文化进行研究，有助于我

们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三晋武术文化遗产，创新与发

展三晋武术文化；促进区域文化与武术研究向深层次、

高视角发展有重要意义。

一、特定区域文化与三晋武术的产生与发展
三晋的地域概念是古代沿袭和俗称的历史区域，

它在产生之初是精确的，但由于漫长的历史逐渐泯灭

了它的地理学意义，变的疆域模糊，景物易貌，人丁

迁移，只剩下大致的所在地区了。岁月的流逝虽然改

变了古代区域的精确性，但这种模糊的“地域”观念

已经转化为对文化界分的标志，深深地积淀在人们的

头脑中，并且产生了深远、广泛的影响。

“三晋”之称最早见于《战国策·赵策》，其本义

是指春秋之后瓜分晋国的韩、赵、魏。因为这三国的

开国者原来都是晋国的卿，故称三晋。显然，三晋

一词原本是国家概念，并不是指山西。自北魏王尊业

的《三晋记》以及稍晚的《三晋山险记》两种地方志

出现后，三晋便以地域概念出现，变成山西的代名词

了。直至明清时期，文人墨客多以三晋雅称山西。[2]

究其原因，一则因为国家概念的三晋的确与山西有密

切的关联；再则单音节的词不如双音节的词顺口，所

以多用三晋代称。在传统的地理意义上山西主要是指

太行山以西地区，现代意义上山西的地理范围在元朝

时基本砥定，在明清时期略有变动，但核心区域大同

小异。本文研究的地理范围以现今山西省的行政区域

为基准，比作为国家概念的三晋地理范围略小。在这

里，我们对“三晋”与“山西”不进行学理上的严格

辨析，仅是地名雅称的沿袭。由于地理环境与历史背

景的原因，三晋文化无论在学术思想还是民俗事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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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一条主线贯穿于其中：质朴、豪放、务实。这是

土地贫瘠而文化积淀丰厚的三晋大地培育的结果，是

三晋人民情感、愿望、理念和志趣的结晶。

武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而存在，它的发展一定不

是孤立存在的。三晋武术的兴盛必然与当地的政治、

经济、文化、民风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生着千丝

万缕的联系。浸染于三晋文化之中的三晋武术从来不

乏名家、名拳，无论是形意拳、太极拳还是少林拳均

与山西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在这块表里山河的土地

上不仅孕育了许多风格独特的地方拳械。而且，伴随

着明清时期晋商的“车辙马迹”，三晋武术逐步走上

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所以，三晋文化为三晋武术的发

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要想全方位研究三晋武术及武

术文化，就应当将更多的目光放在三晋文化的背景之

下来展开。探究武术发展过程中所受到的区域文化的

影响，无疑可以使我们对武术的发展有更为清晰的理

解和认识。

二、“表里山河”的地理特征造就了三晋武术

文化的独特风格
自然界是文化产生的土壤，文化的生成与发展不

可脱离地理环境。冯天瑜认为，地理环境是文化创造

的自然基础，“如果把各民族、各国度有声有色的文

化表现比喻为一幕接一幕的悲喜剧，那么，这些民族、

国度所处的地理环境便是这些戏剧得以演出的舞台与

背景。”[3]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也认为，全部历

史都必须用地理观点来研究，地理提供了历史和文化

的自然背景和舞台场景，历史事实与它联系在一起才

具有意义。[4] 因此，地理环境不仅是人类赖以生存和

发展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是人类意识或精神的基础。

不同的地理环境与物质条件，使人们形成了不同的生

活方式与思想观念。

三晋大地具有鲜明且富有特色的自然环境，自古

被称为“表里山河”。“表里山河”在这里绝不是一

句轻松的言语，而是山西地貌的真实写照。据清光

绪《山西通志·风土记》载：“夫山西，其东则太行为

之屏障，其西则大河为之襟带，于北则大漠阴山之外

蔽，而句注雁门为之内险，于南则孟津渔关皆吾门户

也”[5]。山西南下和东去出口要过巍巍太行，太行山

以“八陉”沟通河北平原与山西高原。魏武帝曹操在

过太行时就对此发出过无限感慨：“北上太行山，艰

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北上和西去

也是异常艰险。西去要穿越大山吕梁，再加之黄河自

古天险，向北则穿过筑于重重山峦之间的长城各口。

在这个相对封闭的自然地理环境中，哺育了山西人独

特的性格特质。正如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曾论述

到：地形条件的不同，影响着人民的生产、生活形式

和性格的类型，从而影响着各个民族在历史上发生、

发展及其所处的地位。[6]

古籍中认为自然环境对人性格的影响具有重要作

用。《祝志·辽州》记载：“山川险绝，其民信实纯厚，

其俗刚悍朴直”；宋代谢惊《清虚观记》，认为汾州

（现晋中一带）“地高气爽，土厚水清，其民淳且重”，

光绪《陵川县志》也称“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

可见，除了生产方式和社会生活条件及尧舜遗风等文

化因素的影响，山西人受当地山多地少、天寒风烈的

地理环境以及气候因素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有诗

云：“雁门关外野人家，不植桑榆不种麻。百里并无

梨枣树，三春哪得桃杏花。六月雨过山头雪，狂风遍

地起黄沙。说与江南人不信，早穿皮袄午穿纱。”[7]

恶劣的地理环境，却造就了晋北人民尚武、善骑射的

拼搏奋进精神。自然环境对人性格的影响这一观点是

有道理的。曾于 19 世纪几度来华的德国地质学家利

希霍芬在中国旅行后得出这样的结论：“越往山区的

人越清洁，秩序也越好，随之而来的是性格也越来越

善良了”。山西人正是这样的山区之民，在表里山河

的地理环境中形成了真淳、务实的性格特质。

汾河水哺育的唐代诗人白居易反对不重内容专讲

词章的形式主义：“稂莠秕稗生于谷，反害谷者也；

华辞丽藻生于文，反伤于文者也。”[8] 他的乐府诗，

“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非求宫律高，不务文

字奇”。从而在创作过程中证实了他提出的“文章合

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文学理念。清代晋阳

学者傅山一生“以济世自见，而不屑于空言”。他针

对书法艺术提出的“宁纯无利，宁拙无巧，宁朴无

妩”，反对利、巧、妩的形式美，追求纯、拙、朴的

自然美。[9] 傅山先生创编的傅山拳法结构严谨，沉着

稳健，朴实无华同样体现的是这种纯朴的自然之美。

黜华尚实的性格特质深深的根植于三晋文化之中。在

三晋文化的浇灌下形成了以形意拳、鞭杆等为代表的

具有三晋地域特色的地方拳种。这些拳种表现出朴实

矫健，简洁无华的特点其正是三晋文化的沉积与反映。

产生于山西的形意拳技术简洁朴实，动作严密紧凑，

大多直来直往，一屈一伸，节奏鲜明，“出手如钢锉，

落手如钩竿”，“迈步如行犁，落脚如生根”，体用兼

备，突出技击。鞭杆亦称短棍，取自于赶牲口的“鞭

杆”，吸取长短器械的技法形成独具地方特色的拳种。

鞭杆的产生首先依赖于三晋大地的地貌特征适合马帮

驼队的行走，其技法表现出了晋商含蓄、内敛的性格

特点“手不离鞭，鞭贴身走”，动作干净利落，身械

协调相随，没有拖泥带水。

三、“拱卫京师”的地缘政治成为推动三晋武

术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
“山西自古多险地，千秋不易太行山”。山西表里

山河、易守难攻，距京师仅数百里，实其右臂，素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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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武之地。从春秋战国起，这里发生过一系列的著名

战役，构成了三晋历史的重要内容。唐帝国和沙陀三

王朝都是由太原起兵进而逐鹿中原，建立政权。由于

山西重要的地理位置，再加之其邻近塞外，所以自古

就是“治世之重镇，乱世之强番”。唐朝以前，首都

主要在西安；五代以后，首都主要在北京。山西处在

北京与西安、洛阳之间，这种屡在首都附近的政治地

理特点，使山西成为拱卫京师的兵家必争之地“拊天

下之背而扼其吭”形象的反映山西在中国历史上的战

略地位。晋国于此，励精图治，开疆拓土，尊王攘夷，

成就百年霸业。韩、赵、魏三分晋国，鼎峙中原。汉

由此西击匈奴，唐由此北逐突厥，屹然为中原文化屏

藩，邦国砥柱。历代英杰凭倚干城，每挽狂澜于既倒，

扶大厦于将倾。因而顾祖禹说：“京师之安危，常视

山西之治乱”，“天下之形势，必有取于山西”。[10] 从

秦汉至明清（公元前 221 年 - 公元 1840 年），以统一

时期为例，1593 年里只有明初 52 年都城位于南方，

北方建都时间长达 1541 年，占 96.7％。在上述 2061

年中共计战役 840 次，其中在山西境内的战役为 125

次，占战役总数的 14.9％。[11] 故三晋文化，常有金戈

铁马之韵。

战争固然是有破坏力的，是残酷的。但同时，由

于战争的大量进行，也使这一地区的人民养成了刚毅

的性格，有利于尚武精神的最终形成。尚武精神则又

反向强化了人们“勇武强悍”、“坚韧刚烈”的性格特

质。战国时代的豫让、盖聂等剑客，开启了三晋武侠

文化之先河。这既佐证了三晋武术文化的深厚根基，

又给三晋文化的尚武精神注入了活力和内涵。

三晋北通塞外，南控中原，地处华夏民族与周边

戎狄部族交错杂处的特殊地带，像一支臂膀从草原直

插中原腹地，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冲撞和融合的地

区，人文和地理环境极为复杂。历史上的三晋大地

曾经几次经历游牧区和农耕区的变化，北部强盛的游

牧民族始终通过这里与中原地区保持着不同形式的联

系。中原文化与北方的游牧文化在这里交流、碰撞、

融合，由此形成了三晋文化的一些特质。

在历史的长河中，华夏民族与游牧民族有过征战

和对抗，但更长久、更深远的却是彼此和睦共处，取

长补短，相互渗透，直至以汉为主，溶为一体，共同

创造了三晋文化。三晋作为民族文化的熔炉，在民族

关系问题上，已突破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极

端狭隘的宗法血缘观念，也突破了孔孟“以夏变夷，

未闻以夷变夏”的单向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框架。[12]

而是早在叔虞封唐时便制订了“启以夏正，疆以戎索”

的双向民族政策。汉魏之际，匈奴内迁。两晋南北朝

数百年间战乱扰攘，促成空前的文化大交汇和民族大

融合，北方新鲜血液注入古老的华夏文明，催生了中

国古代文明的巅峰—盛唐时代。纵观三晋历史，在

长期文化融合过程中，一方面促进了北方游牧民族文

化的提高，使华夏文化远播北方，为祖国北方辽阔的

疆域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游牧民族强悍粗犷与豪

放浪漫的文化品格给三晋文化注入了活力与生机。三

晋人民形成“人性劲悍，习于戎马”的人文特点，造

就了勇武强悍、不畏艰险的性格特质，为三晋武术的

发展培育了人文环境。正如苏秉琦先生所说：“五胡

不是野蛮人，是牧人，他们带来的有战乱，但不止是

战乱，还有北方民族充满活力的气质与气魄”。[13]

四、“汇通天下”的晋商推动三晋武术走向繁荣
明清之际，山西社会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群体—

晋商，他们利用政府“招商输粮而与之盐”的政策，

经过商品交换、货币汇兑，逐步发展成为富可敌国的

商帮，执中华金融牛耳五百余年。晋商在繁荣地方经

济，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促进了武术的发展，使山西

这一特定的区域在明清的武术发展史中占有相当重要

的地位。明清晋商作为一个称雄华夏数百年的商帮，

必然与其所在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民风等社会生

活的各个方面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对当地社会变

迁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正是在这一时期，山西武

术的发展进入了一个鼎盛时期，武术名家辈出，大量

拳种出现，并有武术著作问世。这绝不是一个偶然的

现象，而有其历史发展中的必然。

明清晋商对三晋武术的发展起到的积极因素是显

而易见的，商业的发展在这一时期成为武术发展的最

大驱动力。明清之际山西商人富甲天下，他们一方面

从实际出发，需要大量的习武者对其提供安全的保障，

带动了镖局行业的发展，使全国各地武林高手汇集三

晋，在保镖的过程中山西的武林高手又拜访各地名师，

促进了武术内容的交流和水平的提高；在商品交换和

流通过程中，由于山西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出于旅

途安全的考虑，迫使晋商加强了自身武艺的修养，同

时发展了三晋地域武术，丰富了武术拳种。另一方面

山西特殊的地理环境形成了底蕴深厚的武术文化，孕

育了晋商尚武的人格特质。这种人格特质决定了晋商

对武术具有极大的兴趣，不但请拳师护院待为贵宾，

而且利用在外经商的机会投师学艺，直接或间接的支

持着武术的发展。正是由于有了这种社会推动力量，

在明清时期三晋武术才得以蓬勃发展。无论是在城市

还是在乡村，精武者代不乏人，甚至有的乡村凡男儿

就有几分功夫。在这样浓厚的习武氛围中，山西各地

出现了丰富多彩的武术流派和拳种。[14]

五、结语
根植于黄土地，由黄河水哺育成长的三晋文化，

源远流长，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晋武术

文化是产生于三晋文化肌体之上的一个文化现象，文



90

化的产生和发展是随着人类的发展历程而前进的，任

何文化的存在与发展，离开了特定的环境即无法存在。

正是在特殊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的共同作用下，形成

了极具地域特色的三晋武术文化，其资源丰富、底蕴

深厚。在三晋武术的历史上从来不乏名家、名拳，在

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中国武术乃至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

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这显然是不同的文化地理环

境共同影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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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武术的娱乐功能、教育功能与健身功能。武术在中

国流传了几千年，一直沿革至今而没有被淘汰这个事

实本身就说明武术是随着历史进程不断发展着的，在

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在需求越来越多

样化的现代社会，武术的发展也必将循迹于多元化的

“综合创造”之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论武术朝着

何种方向发展，都是文化融合与大众选择的结果，具

有某种历史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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